
敦煌患文所见唐、五代时期的佛教疗疾仪式

杨宝玉　 　 马托弟

　　摘　要：敦煌文献中发现了大量题名为“患文”的佛教发愿文，其主要内容和疾病有关，是佛教相关法会上念

诵的应用文书。 患文中一般有对病人生病原因的陈述，可分为“寒暑乖违”“四大不调”等气候因素及“毁坏生灵”
“草菅人命”等道德性因素，这构成了我们认识古人疾病观的重要基础。 除此之外，患文里还写到求助佛教的原因

为“药石频投”“求遍人间医王”而未愈，充分说明中古时期民众面对疾病的无助以及投向宗教的心路历程，体现出

当时的医疗观及古人面对疾病时的医疗选择。 患斋在患者家里举行，家人为施主，在文末的回向中也有对家人或

七世祖的祈愿，体现了浓厚的家庭及亲情色彩。 敦煌患文抛却了生冷的灾疫叙事，体现了对个体生命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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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对疾病、医疗的认识与其所处时代背景相

关，与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医疗有很大的差别，其治疗

疾病的方式也比今天广泛得多。 中国古人除了医药

治病之外，还利用符咒、巫术和宗教仪式，尤其是在

医疗资源匮乏的民间，非医药的治病方式占重要比

重。 唐、五代时期的敦煌，除了现代医学意义上的医

药针灸等，还普遍存在佛教、道教、民间宗教等医疗

方式，展现出多民族聚居区多种文化多种医疗方式

融合的场景［１］ 。
患文是敦煌文献中以治疗疾病为目的的愿文。

前人对此多有关注，如：郑志明从佛教的角度详细论

述了患文所表达的宗教医疗观［２］１９６－２２４，彭氏子则

以较为通俗的方式重新诠释了郑文［３］ ，太史文讨论

患文的写作风格［４］ ，他还通过 １３ 件敦煌患文，分析

了患文的文本结构、忏悔仪式、佛教治疗过程及佛教

的理想社会［５］６４。 近年一些敦煌学相关学位论文，
也多对敦煌患文有所涉及①。 总体来看，前人对患

文的研究重点是将患文作为“斋文”的研究及宗教

医疗本身。 本文将进一步探讨患文的性质及其背后

的佛教治病仪式，以及患文所表现出来的唐、五代时

期民众的疾病医疗观、信仰及当时的孝亲伦理与对

普通个体生命的关怀。

一、敦煌患文的性质及分类

１．患文的性质

对于患文的性质，以往学者多有论及。 黄征、吴
伟认为“患文是在亲人得病以后，其眷属施舍财物

于寺庙、祈求神灵的助护时诵读的文章” ［６］２。 郑志

明将患文定义为“佛教专为解除病患所举行坛法仪

规中所念诵的应用文书”，并认为其有一定的范文

模式，经由建坛作法来启请诸佛，为患者解除病痛，
可分为文书模板和实际应用中的患文，是仪式中祈

祷的回向文章［２］１９８，２１１，２１２。 太史文在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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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没有明确定义患文，但间接表述了患文是僧侣抄

写的回向功德文的观点［５］４６。 戴晓云认为唐、五代

时期为生病、战争等举办的相关斋会是水陆法会，间
接说明了患文是民众因生病而举办的水陆法会中的

文书［７］ 。
基于对患文定义、性质认知的不同，前人所收

集、整理、释录的敦煌患文写卷卷号、篇目数量不一。
《敦煌愿文集》收录了祈求祛除疾病并原标题为患

文的愿文，并将无题或失题的和患文内容相近的愿

文拟题为患文；太史文《疗以善业：中古佛教患文》
一文附录了 １３ 篇比较经典的患文，其中包括 １２ 篇

患文和 １ 篇僧患文，卷号为：Ｓ．１４４１ｖ．３ｄ、Ｓ．５５４８．２、
Ｐ．３８２５．４、Ｐ．４９６３．２、Ｓ．３４３ｖ．１４ｂ、Ｓ．５４５３．１、Ｓ．５６１６．２、
Ｐ．２６３１．８、Ｐ．３８０６ｖ．３ｃ、Ｓ．２８３２．１５、ＢＤ９１５６．２、ＴＨ７４５、
Ｓ．５５６１．３［４］６０－６８；赵玉平整理了 ３９ 个卷号的患文，
段鹏则整理了包括 Ｐ． ３５６２ｖ１０、羽 ０７２ｂ 两篇道教

《病差文》在内的 ７４ 个卷号 ７４ 篇患文②。
通过以上文献来看，患文往往和开经文、临圹文

等抄写在一起，很明显是寺院僧尼所写，其中一部分

属于僧尼写作患文时的范本，另一部分具有明确法

事对象，应是因施舍者患病举办法事活动时僧尼于

佛像前念诵的应用文书。 因此，患文应该就是施舍

者因为生病而在施舍、转经、设斋、焚香等诸种法事

中，请僧人代替施舍者向佛表白施舍者施舍原因及

目的的念诵文书，而敦煌文献中所保留的患文应该

是佛教疗疾仪式中僧人为施舍者拟写念诵词的范本

及一些应用过的文书记录。
２．患文的分类

敦煌患文没有完全统一的格式，内容也不尽相

同。 从文本来说，敦煌患文分为实际应用型患文和

患文参考范本。 如：“某公染患已来，经今数旬，药
食频投，未蒙诠（痊）损，所以危中告佛，厄乃求僧，
投托三尊，乞垂加护。”③文中没有特定的施舍者，所
以可以认定是一篇患文范本，僧尼在佛教治病仪式

上将“某公”修改为患病对象即可使用。
根据患病对象社会身份的不同，患文大致可以

分为三种格式。
其一，为没有特别身份的普通百姓所写的患文，

言辞和形式都较为简略，直接由僧侣念诵患者举办

斋会的目的、生病症状及回向等。 如Ｓ．５５６１、Ｓ．５５２２
《俗丈夫患文》：

　 　 仰启千（莲）花藏界，清静法身，百亿如来，
恒沙化佛，清凉山顶大圣文殊，鸡足岩中得道罗

汉，龙宫秘典，鹫岭微言；道眼他心，一切贤圣。

惟愿发神足，运悲心，降临道场，证盟（明） 所

谓。 厥今坐前所主捧炉虔跪、舍施启愿所申意

者，奉为厶人己躬染患诸（之）所建也。 惟患者

乃英灵俊杰，文武双［全］；于家训五教之仪，奉
国守亡躯之效。 遂乃寒暑匡候，摄养乖方；染流

疾于五情，抱烦疴于六府。
……
惟［愿］以慈（兹） ［舍］施功德、焚香念诵

胜因，尽用庄严患者即体：惟愿耆婆妙药灌注身

心，般若神汤恒流四大。 身病心病，即日逍

（消）除；卧安觉安，起居轻利。 伏持胜福，次用

庄严施主即体：惟愿三宝覆护，众善资持；灾障

不侵，功德圆满。 然后一毫十力之善，将七代而

俱荣；八难六趣之中，遇此同登彼岸。 摩诃般

若。④

其二，有一定的社会身份，如佛教僧侣和都头之

类，这类患文篇幅一般较长，形式也较为复杂，其中

不仅有疗疾仪式中僧人需要念诵的旁白，还有“律
师自云”“患尼自云”“患都头自云”之类病者自我忏

悔的内容，以《尼患文》《僧患文》《父患文》为代表。
如 Ｓ．５５６１《僧患文》：“奉启三身四智，五眼六通，十
地十心尘妙（沙）菩萨，四向四果，无量声闻，八大龙

神，四天王众，冥幽空显，道力地心。 伏愿去定花台，
降斯法会，今日今时，证明所谓。 厥今广延清众，开
畅真乘，大会缁伦，香烟匝席时（持）炉祈愿，舍施衣

钵者，有谁施作？ 时即有厶公奉为厶阇梨己躬染患

诸（之）福会也。” “律师”自云：“慈悲法父，放爱月

之灵光；自在观音，施醍［醐］之妙药。 视（示）现之

疾， 若冰消；真宝福田，俄然往矣。 然后散霑法界，
普及有情，赖此胜因，齐登觉道。 摩诃般若。”⑤再如

Ｓ．５５６１《尼患文》：“惟患尼乃夙标雅素，早弃精（情）
花；碧水将禅池共清，丹桂以（与）戒香莲（连）馥。
飞声流俗，坛（擅）德桑门；继连（莲）色以高踪，习爱

道之精轨。 遂乃火风不适，地水乖违；五情不安，四
大无顺。 伏枕累席，未能起居；药饵频施，全无袖撼

（抽减）。 谨将微尠，割舍净财，投杖（仗）福门，希垂

救厄。”“患尼”自云：“惟愿以慈（兹）舍施功德、无
限胜因，总用庄严患者即体：惟愿药王、药上授与神

方；观音、妙音施其妙药。 醍醐灌顶，法雨润身；万福

云臻，千灾雾倦（卷）。 身病心病，即日消除，卧安觉

安，身心轻利。”⑥还有 Ｓ．６４１７《父患文》，“患都头”
自云：“以兹转经回向功德，总用庄严患父都头即

体：唯愿医王大圣，洒甘露之莫祁；百毒龙王，吸四支

（肢）之痛楚。 从心香汗，遍五体而通流；百节烦怨，
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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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云飞而自殄。 即日痊愈，所苦皆除；轻利身心，还
复如旧。 辜恩负命之辈，并愿来过此场；领受舍施资

财，发欢解怨仇语。 又持是福，次用庄严坐前都头即

体云云。”⑦

其三，身份尊贵者的患文，如吐蕃时期宰相、归
义军节度使等。 这类患文没有病者自己的忏悔，只
是歌颂其功德，患文内容文辞考究，意有所指。 敦煌

文献中 Ｐ．２９７４《为宰相病患开道场文》即系赞普遣

使为患病宰相设斋的斋文：“伏惟圣神赞普，道阐百

王，声高五帝。 振霜威而清四海，施惠泽而育万灵。
故得谋臣图仕，入转无筹；塞表尘清，峰（烽）飚不

举。 更复游心至教，专意福门；转诵金言，赛酬往愿。
今者能事备，宝轴终，胜愿享，万祥集。 总斯功德，莫
限良缘，先用庄严圣神赞普：伏愿厥今虚法座，显真

容，锦褥重敷，绣茵遐设者，有谁施之？ 则有专使等

奉为宰相尚腊藏嘘律钵微疾缠躬、保愿崇福之嘉会

也。”⑧该斋文先对赞普进行了赞美，再歌颂宰相的
功德。 再如为河西节度使太保所作的患文：“厥今

倾心佛日，钦暮（慕）莲宫；请柰苑之僧徒，转龙宫之

教典。 财施七宝，香散六珠（铢）；仰仗三尊，乞祈福

祐者，为谁施作？ 时则有我节度使太保奉为己躬患

病，乞祈减损之所建也。 伏唯我太保有天庭之貌，负
日角之姿；孝义两全，文武双备。”“以斯转读设斋功

德、舍施回向福因，先用奉资上界四王、下方八部：伏
愿威光炽盛云云。 当今皇帝云云。 又持是福，伏用

庄严我太保病患即体：唯愿四百四病，借此云消；五
盖十缠，因兹断灭。 药王、药上，洒甘露之清浆；观
音、妙音，洒提胡（醍醐）之妙药。 身病心病，即目

（日）消除；卧安觉安，起居轻利。 又持是福，次用庄

严夫人即体：唯愿云云。”⑨

不同社会身份者的患文差距比较大，有较高社

会身份的人，在患文中添加了对其社会地位或功业

的长篇幅赞美，而普通人的患文只是简单表述了其

求佛的原因及回向等。 这三种格式的患文文本在敦

煌文献里同时存在，但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普通民

众，患文表达的目的都是相同的，即：“‘患文’是一

种讽诵的悼辞，将佛教义理融入到坛场仪轨中，在神

圣的仪式操作下展现出语言的感染力量。 这种倾向

现世的大众化仪轨，是借助佛力来助威忏悔，在宗教

仪式 的 设 计 下， 传 达 了 心 灵 净 化 的 解 厄 历

程。” ［２］１９８

二、唐、五代时期佛教疗疾仪式

患文是唐、五代时期敦煌佛教治病斋会上的应

用文书，对于患文背后的佛教治病仪式的探究，是深

入了解患文的必要基础。 据宋家钰研究，佛教斋会

受道教斋会影响而形成，系统、全面编撰道教斋仪的

是南朝刘宋时期的道士陆修静，受道教斋仪的影响，
佛教斋仪也在南北朝时期形成和发展，它的编撰应

大致与道教斋仪具有相同目的和功用，也是规范斋

会的程式活动［８］ 。 魏晋南北朝相关史料中已出现

佛教患斋的记载，《魏书》卷十九《京兆拓跋王太兴

传》云：
　 　 初，太兴遇患，请诸沙门行道，所有资财，一
时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斋”。 及斋后，僧
皆四散，有一沙门方云乞斋余食。 太兴戏之曰：
“斋食既尽，唯有酒肉。”沙门曰：“亦能食之。”
因出酒一斗，羊脚一只，食尽犹言不饱。 及辞出

后，酒肉俱在，出门追之，无所见。 太兴遂佛前

乞愿，向者之师当非俗人，若此病得差，即舍王

爵入道。 未几便愈，遂请为沙门，表十余上，乃

见许。［９］

这则故事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应对、治疗病患

的佛教斋会“散生斋”。 另外《高僧传》卷十《杯度》
记载：“有齐谐妻胡母氏病，众治不愈。 后请僧设

斋，斋坐有僧聪道人，劝迎杯度。 度既至一咒，病者

即愈，齐谐伏事为师。” ［１０］ 《南史》卷七十《郭祖深

传》则言：
　 　 臣见疾者诣道士则劝奏章，僧尼则令斋讲，
俗师则鬼祸须解，医诊则汤熨散丸，皆先自为

也。 臣谓为国之本，与疗病相类，疗病当去巫

鬼，寻华、扁，为国当黜佞邪，用管、晏。［１１］

可见“请僧设斋”已成为当时民众罹患疾病后

治疗疾病的选择，僧尼“斋讲”更是与医诊中的“汤
熨散丸”并列的重要治病方式。 因此可以说，魏晋

南北朝时佛教已经有了治病斋会，且较为流行。 唐、
五代时期，佛教治病斋则更为普遍。 《太平广记》卷
三百六十二《妖怪四》“燕凤祥”条载：

　 　 （凤祥）乃避于精舍中，见佛榻下有大面，
瞪目视之。 又将逃于他所，出门，复见群鬼，悉

戏巷中。 直赴凤祥，不得去。 既无所出，而病转

笃。 乃多请僧设斋，结坛持咒。［１２］

依照敦煌现存患文中的《僧患文》《父患文》《俗
丈夫患文》等患文可知，唐、五代时期敦煌普通民

众、僧尼、官员等群体，在罹患疾病后举行“祈福求

僧”的斋会、道场等佛教疗疾仪式十分多见。 值得

注意的是，对于一般民众而言，在祈福疗疾过程中并

不分宗教信仰，而是“有灵始信”。 对此，敦煌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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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提供相关线索。 例如，除佛教患文外，敦煌文献

中保存了与患文相似的道教疗疾仪式文书《病差

文》，反映了道教疗疾仪式在敦煌的施行，Ｐ．３５６２ｖ１０
《病差文》即为此类文书，“盖闻天尊立教，开化十

方”，“然今谨有斋主某公”，“更舍净财，建造功德，
经像若干，临时言之，并以周圆，谨因此斋，以申表

庆”，“唯愿天降灵药，又赐神汤，洗涤沉疴，驱除鬼

魅，早蒙平复，速得康强。 又持此善庄严斋主合门大

小，唯愿道牙（芽）增长，灾厄永除，智惠（慧）庄严，
恒离凡（九）障，灵椿比寿”⑩。 从中可知，道教疗疾

仪式中的应用文书赞叹天尊之德、表明祈福缘由及

目的、发愿回向的格式与佛教患文类似，二者在内容

上也都体现了“自利利他”的思想。 实际上，唐、五
代时期的敦煌，佛教治病、道教疗疾的仪式并非泾渭

分明，而是互相影响，甚至敦煌佛、道共同举办法会，
Ｐ．３５６２ｖ１８《岁初愿文》即可能是当时佛、道二教共同

举办斋会的文本记录：“无名而名，经传浩劫；不有

而有，形遍尘沙。 驾青牛而诣西方，感真容见于东

土，则我大道之教也；其有金人入梦，白马流风，法自

汉朝，教传中夏，则如来之教也。 即此会者。”“唯愿

天尊雍（拥）护，百疾去身；诸佛扶持，千灾远体；饥
飡灵药，渴饮琼浆；变老状为童颜，盖（改）衰年为玉

色。 有（又）用功德，装（庄）严法界。 伏愿九阴罪烕

（灭），十方福生，希南亩之有秋，冀北极之太平；天
下地上，水陆众生，俱沐胜因，成无上道。”从中可

以看到道教和佛教熔融于“岁除斋会”之中，所谓

“大道之教”和“如来之教” “即此会者”，二教的神

灵共同护佑信众的生命健康，正所谓“天尊拥护，百
疾去身；诸佛扶持，千灾远体”是也，回向内容中的

“南亩”“北极”分别反映了佛道二教的内容和理念。
实际上，念诵患文只是佛教祛病仪式中的一个

环节，除此之外还有转经、设斋、焚香等。 Ｐ．２２３７《患
得损》写道：“惟愿患者承兹转经、设斋、焚香种种功

德，天垂妙药，佛降神光。”其他患文里也有“因斯

转经功力、念诵之因”“以兹施舍功德、念诵焚香”等
表述。 而通过佛教祛疾的种种功德，病人情况好转

或痊愈后，会设斋道谢，敦煌文献中就保存了这类文

书，如 Ｐ．４０９２《新集杂别纸》中《设斋疏》（拟）记载：
“设斋疏子具官，伏为妻王氏疾病捐，起建道场，转
念功德数，具经遍数。 右件功德并以圆就，今因斋次

请为表因，谨疏。”Ｐ．２６５２ｖ《诸杂谢贺》中《谢患诠

（痊）》记载：“厶乙自拙将治，微疾缠身，伏蒙司空宽

假，以得医疗□□无任战惧。 厶乙卑微未品，宿见业

生，致令四大乖违，六□□楚。 特蒙司空神力，威念

日了，却得痊除，累赐□□，□以百节。 （陡）觉轻

利。 厶乙非但今世一身，万生感恩荣幸。”

因此可以说，敦煌患文应分为祈求祛除疾病的

“患文”和庆祝疾病痊愈的“疾愈文”。 例如 Ｓ．５６４０
中的《疾念诵》和《疾愈意》分别对应了祈求祛除疾

病的“患文”和病愈后庆贺的“疾愈文”。 从文本情

况来看，得病时的祈求祛疾的患文占了敦煌患文里

的绝大部分，故移录较为少见的“疾愈文”如下：
　 　 疾愈意

公谦谦君子，洛洛（落落）英才；常怀三义

之心，每有断金之美。 顿因离宫，大动玉质，瘵

身羸雪如六出之花，貌［悴］如九秋之叶。 遂乃

仰凭皇觉，斋青眼（服）以虔诚；信启金仁，蒙素

毫而远照。 喜得六根清泰，如月照秋江；三障云

消，似红莲舒于碧沼。 是知信诚不昧，灵鉴照

（昭）彰；慈云布而热恼清凉，惠（慧）影临而沉

疴顿息。 既蒙诸佛护念，宁无庆贺之心？ 表于

此晨，用申庆赞。

由此可知，佛教斋会治病是一种延续性的宗教

活动，从生病到病愈，佛教仪式渗透患者及其家属疗

疾的整个过程。 需要说明的是，患斋治病仪式不是

单独的宗教活动，而是有配套的医药辅助，如石刚在

《走向世俗———中古时期的佛教传播》一书中所言：
“通过以上几段医方可以大致了解僧医的治疗程

序。 首先要念诵咒语，其次对治疗的器具（如青、
黄、绿三色缕）和药物（如郁金、青黛水）再以咒语咒

之，最后再做具体治疗。 咒语所起的作用多为心理

暗示，让病人对医生、医术产生信心，后面的物理方

法或药物治疗则对症下药，解除病痛。 这种行医方

式，兼具生理疗法与心理疗法，一旦产生疗效，病人

自然对佛法生起信心，僧人也由此达到了以行医传

播佛法的目的。” ［１３］ 另外，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

记》记载了斋会的过程及僧尼参与佛教疗疾仪式的

收入等问题［１４］ ，是我们进一步了解唐代治病斋会

的重要资料。
此外，敦煌患文系有关个人疾病的文本，而敦煌

文献中保存的大量和群体疾病相关的祛疫文本，是
当时祛除瘟疫斋会的记录。 如 Ｓ． ４５３７《结坛发愿

文》记载了一次曹元德称太保时期祛除瘟疫的活

动，其言：
　 　 厥今倾心三宝、皈命十方，置净坛于九宫，
满五辰于此日。 炉樊（焚）百和，财献七珍，拜

首王（玉）毫，披陈求愿者，为谁施作？ 时则有

我节度使太保乃见城中疾病，已历三春，伏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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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不休，引入九夏。 所以先陈至恳，希佛力以荡

烦疴；仰仗福门，借神方救疗病苦之所建也。
……
以斯结坛发愿功德、转经唱佛回向福因，先

用奉资上界四王、下方八部：伏愿威光炽盛，福

力弥增；兴运慈悲，救人护国。 愿使药王、药上，
洒甘露之清浆；观音、妙音，施提胡（醍醐）之妙

药。 励（疠）疾消散，疫瘴不行，万户无虞，千家

有庆。

作为完整的斋文，《结坛发愿文》开头先叹佛，
表明结坛的地点及结坛的原因，这是对中国传统驱

傩祛疫仪式的继承，其次表明斋会的主持者是节度

使，再表述疫情的严重程度及对民众生活造成的灾

难，最后回向部分将活动祈愿延伸到中原皇帝、归义

军节度使及其家属、官僚及僧俗各界，有的甚至延伸

至所有生灵。

三、敦煌患文所见佛教疾病医疗观

敦煌所存患文是应用文书，反映的是佛教为病

患者举行的治病仪式，不同于佛教严苛的戒律，是世

俗化的佛教仪式。 通过患文不仅能了解佛教的疾病

医疗观，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患文也能反映

唐、五代时期的医疗状况。
１．患文所见佛教医疗观

患文里提到的举行治病斋会的原因，一般是药

石等医学方式无效或者民间医生治疗无效后才求助

佛教疗疾的仪式。 患文里提到的病因包括两部分：
一是“寒暑乖违”等自然原因，一是道德方面的原

因。 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人为什么生病的认识，他
们认为疾病是外在环境和内在心理道德因素共同作

用的结果。 外在环境造成的疾病用医药的方式治

疗，心理或道德因素造成的疾病应该通过巫或宗教

的方式治疗。 这也是为什么患文里提到的病人生病

后，在医药治疗无效的前提下才求助佛教的原因。
对于造成疾病的道德原因，敦煌患文里有详细

的记载，不同身份者有不同的表述，在患文中病者

“自云”中可以得见。 如：Ｓ．６４１７《父患文（拟名）》：
“患都头自云：生居贵族，长践豪门；性逸猖狂， 奢

异众。 或心调雄勇，意习弓弧；掣逞貗猡，蹯生为围。
或临军敌，发箭射人，或马上飞刀，伤煞贼寇。 或游

出猎，逐兔奔狐；□前安 ，妄煞虫兽。 或营舍宅，
动土兴功；伐树斫材，冒侵灵圣。 或街衢耀贵，非分

捻愆；打扑平人，意犹不歇。 或盛年美貌，爱染邪淫；
欲火焦心，侵［□］贞洁；情生二种，性曲不端；妄作

怨家，互相恨结。 或因恃势，起嫉妒心；竟（竞）利争

名，危身害命。 谓得未得，高倚篾（蔑）人；非利求

财，多端巧说；恒怀取物，不惧业因；无记深愆，积同

海岳；愚痴障蔽，不觉不知。 今对佛法僧前，披肝忏

涤，愿罪消灭。”Ｓ．５５６１《僧患文》：“律师自云：生居

末法，像名出家；戒行常亏，故违误犯；经行精塔，坐
卧金田；［佛］法僧财，贪求无足。 如斯诸（之）罪，无
量无边；由（犹）若恒沙，难可知数。 今对消（清）众，
忏谢宿愆；所有负财，领受功德。” 《尼患文》：“患尼

自云：生居女质，长自凡流；常游苦海之中，未离欲尘

之境。 虚［沾］缁众，浪忝披真；徒受圆满之尸罗，全
犯叵知之限约。 或将非律之绣绮，枉禀衣□；或求嚣

刹之名闻，诈行异行；或经行殿塔，污泥伽蓝；或反应

上言，抵突师长；或因自赞，隐毁他人；或不细思，忘
（妄）谈长矩（短）；或因执掌常住，分寸搜捽；或是犯

捉之间，将轻换重。 如斯等罪，陈诉难周；前世怨家，
讵知头数？ 盖在凡缘所闭，不觉［不］知；今卧疾中，
始悟前障。 无门诉告，忏恳尊前；伏愿慈悲，希垂救

拔。 怨家债主，领受斯福；舍结济生，十恶之愆并愿

消灭。”Ｐ．２６４２ 曹元德相关《患文》载：“患太保自

云：生居五浊，位处王公，每因国务之旬，广造不善之

业。 有明取口覆，烦烦（恼）自缠，不觉不知，堕恶识

转。 累土少安武战，伤煞万人命根。 或动土修崇，冒
犯凶神。 或因经行寺宇，污秽伽蓝，拂扑蚊虻，损伤

虫蚁。 或因忆味，屠煞牛羊，燖剥鸡猪，弹射禽兽。
或因游猎，逐兔奔狐，安 下箭，众生怕怖，无处藏

身，煞命之恐，走犬飞鹰，卒陈难尽。 或因□□□□
功德之资，粗生隐没，道场布施，口善心远，出数极

劣，临时改易。 或因恃势，枉法受财，谣谤平人，逼迫

而取。 或凶言鄙语，枉蔑尊亲，恶口秽词，毁灭三宝，
况于十恶五逆，无不皆造。 口四身三，恒常□□，如
斯之罪，无□□□，由（犹）若尘沙，难可之（知）数。
今对佛前法前僧前，披肝忏涤，愿罪消灭，所有冤家

债主领受。 今日今时，转经结坛，设斋功德，释怨舍

结。”从中可知，造成贵族阶层产生疾病的道德因

素大致包括骄奢淫逸、战场杀人、猎杀动物、仇恨别

人等；出家僧、尼大体有骄奢、心生杂念、占用财物、
顶撞师长、不敬佛法等致病因素；而曹元德作为敦煌

的最高统治者，造成他罹患疾病的道德因素则包括

骄奢淫逸、杀害动物、不敬三宝、枉法受财等因素。
患文所表现的病因道德定命论，是中国传统道德定

命论与佛教因果报应轮回观念相结合的产物。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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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文体现了佛教“业”的思想，也和中国古代天人感

应思想一脉相承，该感应思想认为疾病不仅是身体

病变的表现，也是上天对自己错误行为的惩治。
患文里多有“药石频投”“求遍人间医王”（没有

效果后）才转而求助佛教仪式的表述，充分说明了

中古时期民众面对疾病的无助以及最后投向宗教的

心路历程。 于赓哲认为：“千百年的中国历史上，民
众对医人的医术缺乏足够的信心，在求医问药过程

中有很强的运势观和侥幸心理。 这种现象产生的主

要原因就是民间医人的水平一直在一个比较平庸的

层面上徘徊。” ［１５］ 加之社会生产水平低，医疗不发

达，非医疗的疾病治疗方式在敦煌占很大的比例，除
了佛教斋会外，还有抄经、施舍、念佛等方式祈求疾

病的痊愈。 智 （５３８—５９７），是 ６ 世纪的天台宗祖

师，他就在多处讨论过疾病的治疗。 《摩诃止观》中
提到治疗方法时说：

　 　 凡诸病患须细心寻检，知病根源然后用治

也。 明治法宜对不同。 若行役、食饮而致患者，
此须方药调养即差。 若坐禅不调而致患者，此

还须坐禅，善调息观乃可差耳，则非汤药所宜。
若鬼、魔二病，此须深观行力，及大神咒乃得差

耳。 若业病者，当内用观力、外须忏悔，乃可得

差。 众治不同，宜善得其意，不可操刀把刃而自

毁伤也。［１６］

在智 看来，导致疾病的原因分为“行役、食饮

而致”“坐禅不调而致” “鬼、魔二病”和“业病”四

种，医治则应“众治不同，宜善得其意”，其中除行

役、食饮的疾病采用方药调养的医学治疗手段外，其
余则需采用带有宗教色彩的治疗方式。 这不仅代表

了当时佛教的医疗观，也是当时精英阶层对疾病认

识的代表性观点。 例如，作为同时期精英阶层的韩

愈，在《谴疟鬼》中，总结概括了唐人对疟疾的认知，
其言：

　 　 屑屑水帝魂，谢谢无馀辉。 如何不肖子，尚
奋疟鬼威。 乘秋作寒热，翁妪所骂讥。 求食呕

泄间，不知臭秽非。 医师加百毒，熏灌无停机。
灸师施艾炷，酷若烈火围。 诅师毒口牙，舌作霹

雳飞。 符师弄刀笔，丹墨交横挥。 咨汝之胄出，
门户何巍巍。 祖轩而父顼，未沫于前徽。 不修

其操行，贱薄似汝稀。 岂不忝厥祖，腼然不知

归。 湛湛江水清，归居安汝妃。 清波为裳衣，白
石为门畿。 呼吸明月光，手掉芙蓉旗。 降集随

九歌，饮芳而食菲。 赠汝以好辞，咄汝去莫

违。［１７］

从中可知时人认为疟疾是疟鬼所致，“医师加百毒，
熏灌无停机。 灸师施艾炷，酷若猎火围。 诅师毒口

牙，舌作霹雳飞。 符师弄刀笔，丹墨交横挥”则体现

了时人应对疟疾的主要医疗方式，“赠汝以好辞，咄
汝去莫违”之语则类似于患文中的回向发愿，希冀

疟疾能够消散。 由此可见，巫术、宗教等非医药手段

在古人治病选择中占据重要位置。
２．患文所见唐、五代佛教疗疾信仰

唐、五代时期佛教疗疾在面对疾病时，除了采用

现代意义上的医学、医疗知识外，还存在疗疾信仰及

相应的非医药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佛教的所

有神祇基本都具有护佑生命的职能，但在佛教中国

化的过程中，诸如药师佛、观音菩萨、妙音菩萨、药王

菩萨、药上菩萨、耆婆、龙王等在敦煌患文里出现的

具有疗疾功能的神灵，是民众较为信奉的对象，可以

探索勾勒佛教疗疾的“神灵谱系”。
就敦煌文献所存患文来看，除了身为医王的佛

及佛的医生耆婆外，观音菩萨是佛教疗疾“神谱”里
出现次数最多、最频繁的神祇。 实际上，不唯患文，
在其他涉及疾疫相关的文本中，观音菩萨也最常出

现。 其中，观音或单独出现，如 ＢＤ０００６２（北 ６８５４，
地 ６２）文书背面患文中所述：“以此功德，先用庄严

患者即体：唯愿观音如月洒芳，亦以济□大圣□花，
扇香 风 而 荡 虑。” ［６］６７６ 或 和 药 上 一 起 出 现， 如

Ｓ．５５６１《难月文》所记：“观音灌顶，授不死之神方；
药上扪摩，垂惠长生之味。” ［６］６９８ 或者和药王、药
上、妙音一起出现，如前文所列 Ｓ． ４５３７《结坛发愿

文》所载：“愿使药王、药上，洒甘露之清浆；观音、妙
音，施提胡（醍醐）之妙药。”再如，Ｓ．６４１７《僧患》文

中所言：“药王、药上，授予神方；观音、妙音，施其妙

药。” ［６］７０３敦煌一些抄本里出现了“观世音菩萨最

胜妙香丸”的记载，以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命名药物，
可见当时观音菩萨治病的形象已深入人心。 “观音

菩萨最胜妙香丸法” （Ｐ．２６３７）的出现，与敦煌地区

流行的观音菩萨治病救难的信仰以及密教治病观念

的扩展是密不可分的。 Ｐ．３２３６、Ｐ．３９１６《佛顶心观世

音菩萨大陀罗尼经》中抄有《佛顶心观世音菩萨疗

病催产方》和《观世音菩萨救难神验经》等内容，这
些佛经，均被当时的信众们当作了消除病苦、救治产

难等的方便法门［１８］ 。 除此之外，灵验记、笔记小说

等文学作品里出现了大量观音治病救人的故事。 可

见观音疗疾信仰已经深入人心。
３．患文所见古代孝亲伦理及生命关怀

患文是佛教中为病人祈福的仪式，但是该仪式

８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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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操持者为病人的配偶、子女、父母，体现了夫

妻之间的感情、父母对子女的爱护以及子女对父母

的孝敬，反映了当时的家庭伦理。 同时，患文结尾的

回向发愿一般指向自己的家人眷属及亡故的亲人，
体现出浓厚的血脉深情。 因此可以说，患文是佛教

世俗化最集中的表现，将佛教“业”的观念和中国固

有的天人合一思想及祖先崇拜传统完美结合，构造

了一个理想的社会。 从这个层面来说，患斋能不能

真的起到治病的作用已经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

它把病人的疾病从个人角度上升到家庭、家族甚至

社会的层面，强调病人处于一个充满关爱的家庭与

社会组织里，这是对个体疾病的接纳和认可。 在这

里，病人不是身患疾病、失去社会角色的弱者和边缘

人，而是家庭和社会的一分子，家人和社会不仅对他

提供医疗援助，而且营造了良好的社会关系氛围。
“唐宋时人们普遍认为，个人的命运遭际，并不是一

个孤立的现象，它与家庭及亲人的命运吉凶有着密

切的关系，夫妻、父母、子女的命运吉凶紧密相连，互
相影响。 就连疾病，也是互相体现、互有影响的，故
有如上总结。” ［１９］

疾病是古代民众面对的巨大灾难之一。 但是在

传世文献里，我们很少看到对普通民众疾病的叙述，
只有对民众个体生命造成巨大威胁的瘟疫才出现在

史籍里。 而瘟疫，常常和水灾、蝗灾、地震等自然灾

害一起出现，仅是作为对国家生产力重大破坏作用

的证明被记载下来。 这样一来，灾疫史代替了疾病

史，也就忽略了对个体疾病及生命的关怀。 与患文

类似的传世文献有《全唐文》里的《为太平公主五郎

疾愈设斋叹佛文》，与敦煌患文差异较大，但是可以

推测唐、五代时期上层社会也为病患设斋祈愿或还

愿。 《广弘明集》中保存了一些愿文，但是其中也没

有患文。 据杨晓平《东亚愿文考》研究：“东亚汉语

散文在古代东亚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愿文是六朝

至宋初流行的文体，但《文选》、《文苑英华》等均未

收录，只有敦煌遗书中保留着大量愿文。” ［２０］因此，
在传世文献记载缺席的情况下，敦煌患文对研究古

代愿文有重要的意义。
从敦煌文献记载来看，与瘟疫书写中“兴运慈

悲，救人护国”“万户无虞，千家有庆”“城隍安泰，阖
郡康宁”中祈求国泰民安的宏大叙事不同，敦煌患

文中“以斯殊胜功德，回向庄严患者”“放舍患儿，还
复如故”“又患者即体：耆婆妙药，灌注身心”的笔触

则以患病者为核心进行祈福、回向、发愿，体现了对

个体生命的关怀。 因而可以说，在中古以上层视角

为主，只有瘟疫鲜有疾病的叙事里，敦煌患文抛却了

生冷的灾疫叙事，弥补了有关个体疾病叙述的空缺，
体现了对个体生命的关怀，敦煌所存患文对理解整

个唐、五代时期的社会医疗与生命关怀有重要意义。
总之，患文是佛教治病斋会仪式上念诵的文书，

体现了古人对个体生命的关怀。 敦煌文献所存患文

文本则弥补了唐、五代时期以上层为视角，只有瘟疫

鲜有疾病的叙事的不足，为医疗社会史的深入研究

提供了视角。 患文所展现的疗疾仪式，不仅有佛教

义理、佛教医学的内容，还吸收了道教符箓，并兼具

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孝亲伦理等思想，展现出了儒

释道融合的历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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